　　税收优惠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目的，通过制定倾斜性的税收政策法规来豁免或减少经济行为或经济结果的税收负担措施。税收优惠能将税收制度的统一性和相对灵活性结合起来，在保持税收的统一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对某些特殊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照顾，促进产业政策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一大特点是，内容多、规定散、补充繁、变化快。这种状况虽然充分体现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及时反映了国家的政策意向，但从整体上说，这样的优惠显然缺乏系统性，也不够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为降低。实施中，这样的税收优惠对征纳双方来说都难以准确把握，加大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容易形成新的税收漏洞。而税收优惠政策较低的透明度，也与WTO规则不相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投资环境，不利于外资的引进。

　　（二）税收优惠政策目标不明确。现行的税收优惠没有将优惠项目与不优惠项目清晰地区分开，没有形成此消彼长的政策导向。具体体现为：在产业政策方面，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均有税收优惠。在区域政策方面，中、西部地区有税收政策优惠，但鼓励外商投资的要求，在外商投资更多地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况下，外商在东部沿海地区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

　　（三）税收优惠没有外资投资额度的限制。在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没有外资投资额度的限制，造成投资规模偏小，投资行为短期化。从实际情况分析，那此投资小，见效快的企业基本上都是简单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于上述企业直接导致投资的短期化发展，而且这此投资规模偏小的项目恰恰是我国不需要的项目或是凭借我国自己能力能够解决的，外资的涌入必然加大税收收效益流失和外来资本的投资性，不利于我国投资结构的良性发展。

　　（四）现行增值税制的鼓励科技进步方面存在着制约因素。一方面，我国目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制，由于高新技术有机构成高，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进项税款，实质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妨碍了技术设备的更新。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研投入的增量大，“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技术开发费”中直接材料的投入、损耗占了相当的比重，而这一部分的税额不能抵扣，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企业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对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其高增值产品的增值税负重，对于企业科技开发扩大生产亦将直接受到影响。

　　二、完善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的设想

　　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关键的时期，面对人口压力与环境问题，要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高速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利用税收这一重要的客观调控杠杆。因此税收优惠政策也应结合政策目标，重新进行调整。

　　（一）、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法制。为改变税收优惠多、散、乱的局面，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制定单独的税收优惠法规。可以考虑在总则中规定税收优惠目标、原则、方式和审批程序。分则中或按税种或按优惠目标分章，将当前各税种中的税收优惠的具体项目、内容、办法、立法执法权限等，归并整理一并纳入税收优惠法中。同时应注意税收优惠的时效性，除优惠政策制定时应加强预见性外，对税收优惠法实行定期修订。税收优惠法的制定实施，可以加强税收优惠法制的规范性、透明性和统一性，防止人为因素的越权减免和攀比减免，有助于税收优惠政策的统筹规划、协调配合，同时又便于征纳双方了解，堵塞税收漏洞，吸引外资。

　　（二）、调整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清理或取消集中于发达地区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保留或适当增加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如对于欠发达地区从事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投资开发或生态环境整治、污染处理和资源综合利用等（不论内资或外资），均可考虑给予流转税等方面的优惠。对于以资产重组形式推动欠发达地区现有国有企业改制、转产或产业结构升级的各类投资者，也可考虑给予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制定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吸引外资的税收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可给予各种减免税的优惠，如给予免征一定年限的企业所得税；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对投资购置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专利、商誉）等准许五年分摊以加速资本回收速度，提高欠发达地区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在所得税列支中的比例，并实施再投资抵免所得税的政策。

　　（三）、突出产业性税收优惠导向，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对于交通、能源、通信、水利、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农业和为农业直接服务的产业、高科技产业及知识产业等，应实行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如对高科技研究开发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实行加速折旧。当前，应先行试点，将不利于技术创新的鼓励投资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四）、改善税收优惠的操作方式，从直接优惠为主向间接优惠为主转变。间接优惠方式主要操作方法有加速折旧、投资折扣、费用扣除、特定准备金、债转股等，其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表现为延迟纳税行为，防止税收流失，不易被不法分子钻空逃税。既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体现政策导向，又有利于公平竞争，保障税收收入。

　　（五）、选择有利于吸引人才的税收政策。在不断提高人才收入的同时，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在税收上给予鼓励，以吸引和引进人才，建议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提高费用和扣除金额；对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应适当提高费用扣除比例；对科技人员应根据贡献大小与奖励挂钩的政策，其收人不作为计税收入，不征个人所得税；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给予一定的补贴，不列入税基，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六）选择有利于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税收应着眼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产业经济调整作进一步政策性优惠。一是取消农产品、畜禽产品生产、加工流转环节的税收，以利于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提高农产品进项税的抵扣税率。

　　（七）对投资规模规定最低额度限制。考虑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从规范投资行为，减少投资失范、优化投资操作，提高投资效率角度考虑，建议规定外来投资最低额度限制，以杜绝引资“饥不择食”造成无序竞争。建议规定投资于优惠区域的外商投资规模不低于100万美元，投资于优惠产业的外商投资规模不能低于500万美元。低于以上标准的投资不能享受优惠待遇。

　　（八）、合理调配直接税优惠和间接税优惠。所得税等直接税具有难以转嫁的特点，对这些税种提供税收优惠能使纳税人真正受益，因而它们应该成为提供地区税收优惠的着力点。流转税等间接税则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纳税人并不一定是这些税的直接负担者。如果某种流转税的税源主要分布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这种税又存在着向经济发达地区进行税负转嫁的可能性，那么通过更多的征收这种税就能做到既弥补提供所得税优惠所造成的政府减收，又能维持较低的实际地区税负。
